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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具理性是西方工业文明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现代竞技体育作为人类工业

文明的重要产物之一，自然也深受其影响：一方面，“利益空间”的不断生长和设定，使竞技体育

成为各类参与者的特殊工具；另一方面，在竞技体育“工具化”发展趋势下，各种显而易见的矛

盾和冲突始终伴随着其全球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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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refers to a philosophical ideology having a dominating position in western indus-

trial civilization. Modern competitive sports as an important product of hum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s of course af-

fected profoundly by such a philosophical ideology: on the one hand, the “space of interests” is constantly expanded 

and set, which makes competitive sports a special instrument for various participants; on the other hand, under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nstrument like, various obvious contradic-

tions and conflicts have gone through the entir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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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提出“工具理性”这一概念的是德国著名社

会学家Ｍ·韦伯[1]。工具理性也称“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是西方文化传统理性思维以及重视经验和

自然的哲学传统的具体产物。西方启蒙理性的发展高

扬了工具理性，而伴随世界范围内的科技革命，人类

开始极端推崇工具理性，由此使人类社会或在局部或

在一定地域内进入深刻的发展矛盾中。一方面，在工

具理性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生产力和人类认识与改造

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进一步塑造了“人类的绝对话

语权”，科学技术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但与

此同时，“工具理性(科技理性)所倡导的对自然缺少人

文价值关怀的征服引发了一系列对人类命运产生不良

甚至致命影响的全球性问题。比如，在人与自然关系

方面导致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在人与社会关系方

面，导致了贫富分化的悬殊，社会结构的失调，个人

本位的膨胀等；在人的精神生活领域，导致了拜金主

义的盛行和道德滑坡等”[2]。 

“工具理性”作为工业文明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

思想体系，自然也深刻地影响着竞技体育的发展。100

余年的发展中，它的工具性历程从未间断，尤其是在

其全球化态势形成之时，又以各种隐性和显性的特征

扩展到世界范围，并通过各种利益群体的实践以具体

的结果表现出来。 

 

1  竞技体育“工具理性”的基本内涵 
论述这个问题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前提，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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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的工具性以价值理性为基础。因为价值理性

与工具理性互为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如果一味强调和

追求工具理性就极易造成人性扭曲。“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也称“实质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它不仅

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而且是一种目的理性、

批判理性、建构理性和信仰理性。价值理性为体，工

具理性为用，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的存在提供精神动

力，指引着工具理性活动的方向。当理性与竞技体育

价值交融而凝成独特的价值理性时，便获得了新的质

的规定，便成了区别于工具理性的具有独特意义的理

性——既指向竞技体育发展的终级目标，又指向竞技

体育的现实发展，其中凝结着人类文明对竞技体育的

历史作用结果。因此，竞技体育的“价值理性”就是

体育实践者遵循体育之精神内涵，即是否实现了体育

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团队、竞争超越等行为品质。

它并不看重所选择体育行为的结果，而是各类主体的

人格完善。回顾百余年的发展，竞技体育从地域、民

族走向世界的实质就是其精神价值契合了时代的发

展，为人类的发展确立了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这本

身就是其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过程。顾拜旦

早就指出：“正如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胜利，而是

斗争；不是征服，而是奋力拼搏。”[3]《奥林匹克宪章》

也指出：“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

之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其宗旨是：“通过

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照奥林匹克精神——以

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精神的体育活动来

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和更美好的世界做出

贡献。”这些精辟的论述，都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竞技

体育文化的基本内涵，就是为人的均衡发展提供一种

自由境界。这种自由，一方面以充满人文精神的体育

运动为全人类构建起一座能够实现友谊联结的桥梁，

并提供一种以奋斗、尊重基本公德为基础的全新生活

方式。正如国际奥委会第 4 任主席埃德斯特隆所说：

“奥运会无法强迫人们接受和平，但是它为全世界的

青年人像亲兄弟一样欢聚一堂提供了机会。”[4]另一方

面，为体育参与者精神升华提供借鉴和实现的平台。

因此，在真正的竞技体育精神世界中，既不存在任何

分裂对抗和强权压制，也不存在什么超越主体范畴的

更高原则，体育主体作为概念，只是道出了人作为本

体在竞技体育社会中存在的一种自由状态。 

以价值理性为基础，再论述竞技体育的工具理性

内涵就有了足够的精神和现实动力支撑。工具理性的

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在韦伯的理论中包含着两重含

义：一是指目的——手段理性；二是体现为一种行使

理性的含蓄性质，而不论是否含有手段——目的程式。

现代竞技体育诞生并发展于“工具理性”思想占主导

地位的工业文明中。一百余年来，不论文化架构，还

是发展秩序、运行机制都深刻体现出这一核心理念。 

第一，竞技体育作为人类实践的对象，自诞生之

初就具有了一定的“工具性”，即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实

践对象，不仅表现为客观存在的有用性，而且表现为

不同主体之间的有用性。这种交互的客观有用性，使

各种体育主体相互联结，共同存在于体育实践过程中，

彼此以“合目的性”状态成为他人的目标或工具。这

样，不同的体育参与者就具备了一定的工具价值，并

表现出很强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在手段——

目的的发展逻辑中，当代竞技体育获得了属于自身，

当然也属于各种主体的工具性内涵，不同的参与主体

根据各自的利益投入到竞技体育之中，采取各种“合

法”或“不合法”的手段获取利益的最大化。于是我

们就看到了这样一种景象，在竞技体育“合法”理性

的外表下，总是顽强地表现出难以控制的非理性来。

这也正如马克思[5]所说的“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

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

(自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

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

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

手段。” 

第二，在工业大生产时代，西方主流价值观和思

维模式成为竞技体育存在的基本范式，其发展过程的

“工具化”特征也深刻体现出来。“个性至上”、“理性

至上”、“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等是现代竞技体育

产生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在社会变革深入的时候，这

些思想基础又以更为现实的途径构建起竞技体育的发

展体系。这一过程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思维模式、价值

观念、取向等不断作用到竞技体育文化机体中，并在

各种外力的作用下，使原有的价值空间被不断设定，

如权力、经济、科技、政治、市场等空间。这些价值

空间在设定之初，就已经被人为地划分出不同的主体，

并“合法地”认定了等级，规定好他们的行为模式、

权利与义务，这样就造成了体育主体“合目的”倾向

的最大化趋势。但这些价值空间并非是静止不动的，

它时刻处于不断的颠覆和重新设定中。各类利益群体

在可能的条件下不断扩张着所属的价值空间和影响

力，他们或积极或“迫不得已”地采取各种充满丰富

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实践手段。这样一来，原有的利益

格局被不断打破，竞技体育也“自然而然”地被纳入

到了“不断调和矛盾”的发展轨道上。当竞技体育权

力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极大拓展时，所属主体

相互联结，共同构成了竞技体育发展的历史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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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产生了竞技体育商业化、职业化、市场化、法

制化发展的抉择。这些合力的交互作用，在使竞技体

育成为一种强势文化系统的同时，也在某些特定的时

间和空间出现了与主体分离的趋势，因此产生了各种

危机。以奥运会为例，伟大的权力和经济空间不断改

造着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居功至伟或“至高无上”的

国际奥委会是核心权力组织，随着奥运会全球化影响

的深入，其权力空间在不断扩大；奥林匹克营销计划，

即著名的“TOP”计划开启了奥运会整合全球资源的

历程，其经济、市场空间成为常人难以涉猎“高端产

物”；而寻求国际政治和举办国政治的支持，又使奥运

会始终左右于“政治化和非政治化”的两难境地之中。

毋庸置疑，利益空间的不断生长是竞技体育全球拓展

的重要资源，但不能忽略的是，这一过程并不是那么

“纯粹”，其中夹杂着发展逻辑的变换或置换，这就使

竞技体育的价值冲突和利益掌控呈现出集中化和复杂

化的趋势。而当竞技体育从科学技术中寻求发展逻辑

之时，参与主体的任何实践活动也在“大同”的模式

中开始遵循技术的自律逻辑，“技术理性”也成为了竞

技体育所遵循的主要原则。凸显其价值理性的主体在

不自觉中成为了一种工具性的存在，从而也成为一种

客体和手段，这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现代竞技体育存

在和发展的基本体系。 

第三，当利益空间大规模延伸和拓展时，整个竞

技体育就成为有机联系的系统，各类主体具有了明确

的分工，当一类群体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必然要

为其他群体利益的实现做出贡献。所以，在整个体育

实践过程中，各类体育参与者都在客观上具有了满足

他人需要的工具性价值，这成为竞技体育发展所遵循

的一个基本规律。由于分工的客观存在和细化，参与

者也成为整个竞技体育发展所需要的工具，尤其是当

体育主体不断产生新的需要时，又以积极的姿态促成

新一轮的分工。今天，体育主体的利益已经上升到国

家和民族主体层面，这些主体无法回避当代竞技体育

的伟大影响力，开始挖空心思地采取各种方式和风格

去构建以体育为平台的民族发展契机。于是，各种传

统、民族的资源有了走向世界的新的平台，并上升到

象征领域的高度去寻求获得一种“现代化”的身份。

这种利益联结能力的广泛提升，使竞技体育的目的化

倾向更加突出，不同身份的人群成为了体育主体，开

始疯狂瓜分和占有原本已经拥挤不堪的利益空间。由

此当代竞技体育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悖论之中，多元主

体在拓展体育发展空间和平台的同时，又重新制造出

各种“利益空间”，使自身可能成为“异化了的对象”。

竞技体育在我国的发展就呈现出这种独特性。就整体

发展而言，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不论是在规模上还

是资源投入上都能够利用“举国体制”这一利器快速

实现各种社会资源的整合。但就现实情况而言，这一

整合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系列的阵痛：体育体制、体育

权力格局的更迭和变换，各种权力主体进一步分割着

的拥挤空间；旧有的发展秩序被不断颠覆，新的秩序

始终处于孕育之中；竞技体育体制改革、部门改革、

法制化发展的呼声日渐强烈等。由于新发展秩序有效

性的缺失，体育人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既不知道如何

解决这些问题，由此造成了体育价值观、体育发展观、

体育道德观的失落和混乱。而与此相应的是，在多重

权力主体的运作下，竞技体育市场产生的经济空间已

然被事先划定，各种主体利用“合法”身份采用各种

“非常手段”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身份是法律和国

家权力机关赋予其的法律地位，表现出当然的合法性；

而非常手段则表明中国竞技体育经济秩序的缺失，无

法采取常规性的运作手段，表现出或然的非法性，这

样就出现了令人迷惑的现象，在利益产生后面临诸多

分配主体，“不公”成为各级或各类主体的共同诉求，

各种围绕此种情况产生的难题也层出不穷，无法调和。

这些都使中国当代竞技体育在不断的震荡中努力地寻

求着新的发展路径。 

 

2  竞技体育“工具理性”带来的消极影响 
近些年，随着竞技体育工具性价值的日渐凸显，

越来越多的主体投入到了对竞技体育工具价值的恶性

追求中，各种“异化”现象也应声而至。 

第一，体育主体的否定性弱化了。人与动物和其

他物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人是一种永不满足的存在物，

是一种对现实进行不断否定的存在物。动物和其他存

在物满足于自然给予它们的本质规定，它们永远不能

超越自己的本性。今天的人类更加具有智慧，但也更

加具有多样的需求。当竞技体育成为满足人类需求的

存在物时，一些体育行为者也想当然地具有了一定的

“工具性”，这种工具性使体育主体不断超越自我，拓

展着他们获得更多利益回报的美好愿望。但是在具体

的实践过程中，因受自身“工具性”的辖制，他们不

得不要首先成为其他主体的“存在物”才能够获得生

存和发展的空间，这样屈从于“工具价值”身份就成

了无力改变的基本状况。运动员在今天竞技体育的联

结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各种资源的有机整合都是为

了提高运动员的竞技成绩，这一过程本无可厚非，但

当运动成绩和“利益”紧密联系时，多数运动员便成

为了某种实验品或牺牲品，为了获取“世界认同”，大

量运动员成为“铺路石”，丧失了基本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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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这种认同成为现实时，他们又被无情边缘化，成

为“合法的淘汰者”。 

第二，参与者的主体性被物化了。主体性是人的

本质规定，它决定着竞技体育的发展，但当竞技体育

被过度工具化了的时候，体育主体也成为了改造对象，

主体性被物化在利益实现中，主体性价值也逐渐被湮

没了。一方面，在对竞技成绩的绝对追求中，很多运

动员丧失了全面接受教育的权利，使他们在退役即面

临“淘汰”的悲惨境地；另一方面，当代竞技体育过

度的职业化、商业化趋向，“不可避免地玷污了竞技体

育的神圣，导致竞技体育服从于商业利益……竞技体

育的参与者及相关人员屈从于利益的获得和分配，并

为此不择手段，歪曲了健全的人格”[6]。为此，何振梁

撰文指出：“奥林匹克对职业运动员开放可能导致奥运

会失控”，“过度的商业开放带来了现实和潜在的威

胁……滥用兴奋剂的根源是商业化(或政治)的考虑。

它对奥林匹克起着消极的作用。它违背了体育的根本

目的，损害了运动员的健康。” 

第三，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竞技体育发展秩序的

混乱。体育主体的工具性，以及主体性的过度物化使

竞技体育的发展秩序始终处于摸索的调适之中。体育

主体作为一个类存在的基本前提就是以竞技体育为平

台而产生了良性联系。但是，由于各种主体对工具价

值的过分追求，使自身也成为了一种物性的工具[7-8]，

各类主体发展的个体差异性被极端的利益追求所代

替，体育主体间的情感交流也被极端的行为取代。兴

奋剂、球迷骚乱等就是这一工具性带来的恶果。为了

在激烈的高水平竞技中获得一席之地，个体差异已经

不再重要，“先进药物和技术”的刺激使竞技体育充斥

着“另类”科技的较量；而球队、球迷间良性的情感

交流也因为主体情感需求的过度扩展成为了没有感性

支撑的纯粹利益，各种由此引发的情感爆发以极端方

式宣泄出来，因而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性。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作为一个对立统一的范畴是

任何一种文化在发展历程中必然要遵循的基本逻辑。

竞技体育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逐渐从地域走向全球，

从民族走向全人类。在此过程中，其精神层面所蕴含

的符合时代特征的表现理性，迅速拓展到人类的现实

生活中，为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

的“理想家园”。但同时，随着其全球整合能力的不断

提升，各种资源也无孔不入地进入其中，并以自身的

逻辑不断影响着竞技体育的发展。由此造成了竞技体

育利益空间的重新划分和分配。尤其是在人类由工业

化时代转入信息化时代的历史时期，竞技体育的发展

进一步出现了价值观混乱，工具理性凌驾表现理性，

主体地位不断弱化的消极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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